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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lict between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and Ecological Red Line: 
Dilemma and Options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位融合的现实困境
与解决途径*

吴宇哲   武艺杰    WU Yuzhe, WU Yijie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是“十四五”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宁夏石

嘴山市为例，通过分析其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位融合的现实困境，剖析引发困境的原因，进而提出4条解决

途径：积极推进“多规合一”、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优化划定实际操作和统筹多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构建石嘴山市“两

屏一带、多廊多点”的生态空间格局，建设成为国家贺兰山区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以期为全国其

他各级市县协调并承接上级生态功能区定位、科学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供思路和参考。

I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delimit the ecological red line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and guard the natural ecological security boundary. Taking Shizuishan of Ningxi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lemma and the causes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red line delimita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positioning, and then puts forward four solutions: actively promote the "multiple planning integration",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optimize the delimitation operations， and coordinate a variety of analysis methods. This will 
help Shizuishan to form its ec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d become a pilot area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elan Mountain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t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other cities and countie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to coordinate 
and undertake the positioning of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at higher levels and to delimit the ecological red line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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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关

乎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1-2]。《全国生态功能区

划（2015）》中明确指出，生态功能区是根据

区域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空间分异规律，在空间上划分的

具有不同生态功能的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是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的对保障国家与区域

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生态功能区。党

的十九大报告及“十四五”规划强调，未来要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

界，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集聚开发引导的城市增长边界管理策略：集约与效率耦合的视角”（编号7187415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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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具有特别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加以

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

线和生命线[3-4]。

我国生态功能区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政治

学的角度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道路[5-6]、生态效

益补偿[7-9]、体制建设[10]，[11]95和产业发展[12-13]等

进行探讨。生态保护红线的研究则主要聚焦概

念内涵界定[14-16]、划定技术方法[17-19]和政策制度

研究[20-22]3个方面，其中划定技术方法的关注度

最高，多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证研究[23-24]。生

态保护红线是在明确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定

位的基础上，在其内部划定的自然生态安全

底线，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的地方实践中，承接上级生态功能

区定位时往往由于规划部门衔接性不好、数

据时效性不足等多方面主客观原因，使得两

者之间存在融合困境，造成地方政府落实生

态功能区定位偏差以及给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工作带来困难。协调和解决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与生态功能区定位融合的困境是精准保障

区域和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然而现有系统

剖析两者融合困境的现实原因和尝试提出解

决途径的研究较少。

宁夏石嘴山市既是国家生态保护重要区

域，又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保障区域生态安

全是石嘴山市最重要的任务，实现转型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石嘴山市最迫切的愿

望。本文以石嘴山市为例，通过分析其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位融合的困境，剖

析引发困境的现实原因，进而提出解决途径，

为全国其他各级市县协调并承接上级生态功

能区定位、科学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供思

路和参考，有助于形成维护生态安全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三区三线”空间格局，守住自然生

态安全底线，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矛盾，实现国土空间合理规划和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

1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

位融合的现实困境

本文以石嘴山市为研究区域，从上级生

态功能区定位之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

功能区定位之间这两个方面分析两者融合的

现实困境。

1.1   研究区域

石嘴山市位居黄河中游上段、宁夏回族自

治区北部，位于东经105° 58′—106° 39′，

北纬38° 21′—39° 25′之间。东邻鄂尔多

斯市，西接阿拉善盟，北依鄂托克后旗，南连银

川市。市域生态系统脆弱，春季沙尘天气频发，

土地盐渍化和沙化问题严重，贺兰山生态功能

恢复仍需较长时间。石嘴山市生态保护形势严

峻，社会经济发展亟待绿色转型。

1.2   上级规划融合的困境

明确并协调上级规划中对石嘴山市重

点生态功能区及禁止开发区等的定位，是后

续科学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基础和

规划依据。石嘴山市生态功能区定位为保障

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西北重要的生态

功能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全国

主体功能区划（2010）》《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2015）》《宁夏主体功能区划（2014）》和《石

嘴山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20）》等上级规

划均直接或间接指导了石嘴山市重点/重要生

态功能区的规划分布。然而理应逐级承接并

协调的生态功能区定位，实际上却存在着融

合困难。

《全国主体功能区划（2010）》中只有面

积为112 050.5 km²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

保持生态功能区被列为覆盖宁夏部分市县（不

包括石嘴山市）的唯一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

区，石嘴山市西部的贺兰山区被列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禁止开发区域）。《全国生态功能区

划（2015）》中划定的“西鄂尔多斯—贺兰

山—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防风固沙重要

生态功能区覆盖了石嘴山市西部的贺兰山区，

处于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宁夏主体

功能区划（2014）》中划定石嘴山市的贺兰山

区、大武口简泉湖湿地和惠农滩湿地为禁止开

发区域，石嘴山市域内不包括任何国家级和自

治区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此外还将石嘴山市中

部地区划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东部地区划为

国家农产品主产区（见图1）。《石嘴山市生态

文明建设规划（2020）》提出构建“两屏一带、

多廊多点”的生态空间格局：建立贺兰山水土

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屏障、毛乌素沙漠

防风固沙生态屏障互为支撑，黄河沿线生态保

育带与以黄河生态廊道和次级河流廊道为主

体的一级二级生态廊道、生态节点构成的生态

网络格局，较为详细地划定了贺兰山生态保护

区、毛乌素沙漠生态屏障、黄河生态廊道和诸

多湿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的范围（见

图2）。

综上可知，《全国主体功能区划（2010）》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15）》和《石嘴山

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20）》等上级规划

的衔接性相对较好，基本一致地划定了石嘴

山市西部的贺兰山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应划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此外，《石嘴山

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20）》还较为详细

地划定了沿黄生态廊道以及有必要实施保护

图1  宁夏主体功能区划图
Fig.1  Main functional zoning of Ningxia
资料来源：《宁夏主体功能区划（2014）》《石嘴山市生

态文明建设规划（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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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

地等各类保护区域，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提

供了参考依据。但同时，《宁夏主体功能区划

（2014）》中对于石嘴山市重点生态功能区

及禁止开发区等的定位与其他上级规划矛盾

明显，主要体现在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划定

面积大幅度缩小，缩小的北部地区被划为国

家重点开发区域，沿黄湿地自然保护区被划

为国家农产品主产区等，使得市域生态保护

范围大幅度减小。由于时效性较差，导致其没

有很好地承接国家层面上级规划对于宁夏重

点生态功能区定位的指导意见，也没有充分

考虑到其下辖石嘴山市的生态环境现状和生

态保护需求，造成上下级规划之间的融合困

境，给石嘴山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带来

困难。

石嘴山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属市级生态

规划，划定的生态安全格局时效性最新、内容

最详细，市域生态功能区定位比上级规划更

细致。故本文以《石嘴山市生态文明建设规

划（2020）》为基础，以《全国主体功能区划

（2010）》和《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15）》

等协调性较好的上级规划为补充，指导石嘴山

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1.3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位

        融合的困境

以上述生态功能区定位为基础，在石嘴山

市国土空间范围内，通过“双评价”技术方法，

确定生态功能的极重要和极敏感区域，纳入生态

保护红线；对于各级禁止开发区及各类保护地，

可结合实际情况，将有必要实施严格保护的纳入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做到“必要多划、严控少划、

应划尽划”。此外，要形成维护生态安全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三区三线”空间格局，要求与城镇开

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充分协调，

确保3条控制线不交叉不重叠，在兼顾城镇社会

经济发展和农业安全的同时，统筹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石嘴山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

定位融合的困境，会造成“尽量不多划、能少则

少划、应划不尽划”等问题，难以精准保障区域

和国家生态安全，具体困境如下。

（1）将生态极重要区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现状用地叠加对比发现，极重要区内存在林

地、草地、耕地、园地、建设用地、工矿用地、水域

湿地及其他用地类型（见表1）。生态极重要区

中的耕地、园地及工矿用地较多，其中耕地、园

地主要位于黄河两岸的极重要区中，工矿用地

主要位于贺兰山的极重要区中，过度的开发活

动可能是极重要区内生态问题的重要诱因。

（2）极重要区与基本农田冲突呈点状

分布，冲突面积较小。石嘴山市基本农田与

极重要区冲突面积为1.39 km²，占基本农田

面积比重的0.18%，占极重要区面积比重的

0.07%。冲突区域主要位于3处，分别为惠农

区东北部的贺兰山自然保护区、惠农石嘴子

滨河自治区级湿地自然公园和宁夏简泉湖国

家湿地自然公园，3处区域的水源涵养重要

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极高，过度的农

业开发可能造成生态环境退化、生态敏感性

加剧等问题，建议对基本农田位于极重要区

内的部分进行优化调整布局。

（3）极重要区与现状耕地存在冲突，冲突

面积大，布局不合理。现状耕地与生态保护极

重要区冲突较为明显，冲突面积为46.54 km²，

占现状耕地面积比重的4.15%，占生态保护

极重要区面积比重的2.49%。现状耕地与极

重要区的冲突区域主要位于黄河两岸湿地以

及简泉湖、镇朔湖、天河湾等湿地自然公园。

这些区域以水源涵养重要性及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要性为主，过度的农业开发会导致生态

环境退化、生物种类减少等生态问题；同时

也有部分耕地位于市域东部的防风固沙重要

区，其土地沙化、脆弱性较高，过度种植生产

不利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可能加剧土地沙

化等生态问题。

（4）极重要区应划但未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的图斑。未划入原因主要有3点：一是图斑分布

相对零散，面积较小，对于生态保护红线的整体

性和连通性作用不明显，且不利于后续红线落

地管理；二是举证后规划为未来建设用地留出

发展空间，如建议惠农经开区北侧沿现状工业

表1  生态极重要区内各地类面积统计表
Tab.1  Statistics of land use in ecologically important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用地类型 面积/km² 比重/%
草地 1 162.11 62.11
林地 227.57 12.16

耕地/园地 50.30 2.69
建设用地 17.83 0.95
工矿用地 41.51 2.22
水域湿地 145.16 7.76

其他 226.59 12.11
合计 1 871.06 100.00

用地留出道路建设空间，故不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三是经实地踏勘，结合专家意见，确认

实际不具备重要保护价值，可暂不划入红线，并

视作基于实事求是原则的一种合理情况。

2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

位融合困境的原因分析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位的

融合困境主要是因为在指导思想、实施原则、

出发点、尺度和实际操作中所考虑的因素等方

面存在差异，此外还存在“双评价”的困境。

这些原因导致在承接并落实上级生态功能区

定位指导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时，会造成生

态保护范围、面积等指标差异的现实困境。

2.1   指导思想不同

生态功能区定位的指导思想侧重于从人

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关系的宏观视角出发，为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划

分生态功能区，指导区域的生态保护与建设、

自然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合理布局。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的指导思想侧重于按照地方具体的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的要求，划定并严

守一条可落地的、符合地方生态保护需求的

具体生态保护范围（即生态保护红线），用以

管控重要生态空间，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指导思想的差异导致从国家/省域层面定

位生态功能区指导全域生态保护与生态文明

建设时，势必会对地方具体的生态保护约束

和需求等考虑不周，进而造成实际划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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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红线时的融合困境。

2.2   实施原则不同

生态功能区定位无整体性原则，而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有整体性原则。前者定位生态功

能区时，不需要考虑地域上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和连通性问题，划定区域过程中的限制相对较

少；而后者需要统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

性，结合地貌单元、植被等自然边界以及生态

廊道的连通性，避免生境破碎化。此外还强调

需要加强跨行政区域间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序

衔接，划定红线过程中的限制较多。

协调性原则方面，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除包

含生态功能区定位中的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规划进

行衔接外，还强调应与地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相协调，统筹进行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协调性要求更高。

生态功能区定位具有相对静态性原则，

表现在生态功能区划制定后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起宏观指导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促进国

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需保持相对

稳定，较长时间内一般不做变更。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则具有动态性原则，根据构建地方生

态安全格局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需要，生态

保护红线布局应不断优化和完善，面积只增

不减。这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时，生态保护范围、面积等指标可以在生态

功能区定位的静态指标基础上在合理的范围

内进行浮动调整和优化完善。

2.3   出发点不同

生态功能区定位的出发点是政府主导的，

提出全国/省级生态功能区划方案，明确各类

生态功能区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生态

保护目标，定位对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起关键

作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域，意在划定尽可能大

的生态保护范围，提高生态保护面积下限，以

期应对可能出现的生态安全危机。此外生态功

能区定位还有指导地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

任务，这也使得生态功能区定位时必然有“尽

可能大”的范围划定倾向，为地方政府留出灵

活的决策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是地方政府生态底线

管控要求下的对社会经济发展诉求和市场机

制的综合统筹行为。严禁任意改变用途，确保

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其

中“面积不减少”反映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要求红线边界应不断优化

和完善，面积只增不减。在此条件约束下，市场

机制倾向于在初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时为城

镇开发等经济活动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划定

尽可能小的生态保护范围以保证城镇的未来

发展。同时由于未来可进一步增加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所以也能够灵活满足可能增加的生态

保护需求。

2.4   尺度不同

生态功能区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从宏观

尺度自上而下进行的生态功能区规划相关工

作，用于指导国家和省级层面的生态保护与建

设、自然资源有序开发和合理布局，其尺度较

大、精度较低、指导作用强而落地效果弱。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则是宏观和微观尺度

相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

自上而下指由省级人民政府从宏观尺度制定

的生态功能区划或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导方

案。自下而上指由市场主导的，以城镇的发展

为目标，由地方政府制定的符合地方发展实际

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是从微观尺度上参

照省市生态保护红线现状空间格局和优化指

导方案，划定的可落地的具体实施方案，尺度

较小、精度较高。

2.5   实际操作中所考虑的因素不同

在生态功能区定位的实际操作中，往往不

需要考虑城镇开发边界的挤压，以及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红线的限制等诸多空间限制因素，只是

起到一个宏观定位的作用，边界协调性较差。生

态功能区定位的图件成果格式是栅格格式（.tif

等），而栅格图层由于分辨率的限制导致生态功

能区的边界较为粗糙，呈锯齿状且无法落地。

首先，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在GIS系统

中进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国土空间适宜

性评价（以下简称“双评价”）时，人为地采

取不同的分级分类标准（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或等间隔分级法等）势必会产生不同的评价

结果，导致红线范围不同。其次，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要统筹考虑与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红线等控制线的交叉重叠情况，

实际操作中一般优先退让城镇开发边界。此

外还要从现状矛盾、规划矛盾、管理属性矛

盾多个层面，全面梳理分析和协调解决生态

保护红线内永久基本农田、耕地、规划矿区

等各类矛盾问题；且由于生态保护红线需要

落地实施，其划定图件成果格式是矢量格式

（.shp），边界细致，成果精度要求严格。

2.6   “双评价”的困境

随着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双评价”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日益受到重视。然而由于

目前“双评价”体系存在出口、尺度和驱动内

在逻辑的失范，外部定位混乱，限制了其成果在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可行性[25]。这会导致出

现诸如“双评价”成果的生态极重要区应划但

未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对于禁止开发区域

内的不同功能分区，位于生态空间以外或人文

景观类的禁止开发区域，可以根据评价成果综

合考量，不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等情况。“双评价”

使地方政府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时具有一定的

灵活性，但也同时造成若评价结论与城镇空间

开发等市场的诉求不符，即使某些地块在评价

结果中具有极高的生态功能重要性或属于生态

功能极敏感区，并基于此形成先导规划，也不能

避免在后续规划落地时的偏差。“双评价”的困

境也反映出地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时政府和市

场关系的不明晰，造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

态功能区定位融合的现实困境。

3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

位融合困境的解决途径

针对以上原因导致的融合困境，本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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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4条解决途径：积极推进“多规合一”、协调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优化划定实际操作和统

筹多种分析方法辅助划定，进而优化并落实

石嘴山市上级生态功能区定位，指导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实际工作。

3.1   积极推进“多规合一”

创新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制，以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为依据，以主体功能区规划

为基础，统筹城乡、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

等各类空间规划。积极推进市、县规划体制改

革，探索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等

空间规划融合，实现各级市县“一本规划、一

张蓝图”，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生态功能区规

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发

展和生态保护政策，科学设置开发强度，保障

区域空间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性、合

理性、有序性和协调性[26]。

2021年石嘴山市即将完成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的编制，逐步建立健

全全要素和多尺度的“多规合一”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体系；立足生态保护优先战略，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

局，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实现国土空间合理

规划和利用。这将有助于减少生态功能区定

位相关上级规划间在指导思想、实施原则、出

发点和尺度等因素之间的纵向融合困难，理

顺生态功能区定位的内在逻辑与外部出口，

增强规划的时效性、衔接性和理念一致性；也

有助于横向协调国土空间规划3条控制线的

科学合理划定，形成维护生态安全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三区三线”空间格局。

3.2   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积极推进生态功能区建设和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是国家对生

态空间的战略设计和总体谋划。协调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位融合的困难，要正

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发挥政府的科

学引导作用，更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

作用。政府要明确不同区域本底的生态功能定

位并据此配置公共资源，完善法律法规和区域

政策，引导市场主体根据区域生态功能定位进

行优先保护、有序开发，科学合理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和市

场主体自觉推进生态功能区建设，促进经济社

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位除

了受资源环境本底的限制外，更取决于区域生

产生活方式、政策制度等潜在因素的影响。由

于政府认知充分且具有权威性，其在生态功能

区定位中应起到主导作用，发挥政府在生态环

境治理中的引导型智能模式。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的实质是在生态功能区定位的引导下，生态

空间、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利益主体的博弈均

衡，需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诉求，推动多元治

理主体共同合作的生态治理模式，使市场力量

更好地引导配置空间资源。协调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有助于解决“双评价”以及生态功能区

定位在指导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的困境，做到

“必要多划、严控少划、应划尽划”。

3.3   优化划定实际操作

在明确生态功能区定位的前提下，通过

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的实际操作，可以

减少人为因素和数据时效性的影响，增强与

生态功能区定位的衔接性和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的科学性。具体应做到：（1）在GIS系统中

进行“双评价”划分生态功能重要性和敏感

性等级时，应优先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可对相似值进行最恰当的分组，使类别之间

的差异最大化[27]。若分级结果无法达到生态

保护要求，可在此基础上采用人为定义间隔

等方法进行辅助判别。（2）以科学客观、实事

求是为原则，做好不同时期国土调查数据的

更新和基数转换工作。以保护优先、突出重点

为原则，全面梳理和协调解决生态保护红线

内的主要用地矛盾问题：对于永久基本农田

和耕地，通过设定调出阈值的方法进行处置，

大面积连片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应逐步有序

退出，零星、破碎化的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建

议保留以降低斑块破碎化程度，并不得擅自

扩大规模，不开或少开“天窗”；对于规划矿

区，原有依法取得矿业权的，政府应结合自然

保护地内矿业权清理工作，在保障探矿权、采

矿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限期退出。

（3）统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地貌单元、

植被等自然边界、生态廊道的连通性；统筹考

虑与其他控制线的交叉重叠情况；统筹跨行

政区域间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序衔接。采取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征求各

级政府意见，完善后确定生态保护红线边界。

3.4   统筹多种分析方法

“双评价”目前存在的困境导致评价成

果出现应划但未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情况，

一方面反映出政府与市场利益关系的冲突，

另一方面也说明单一评价方法在落实生态功

能区定位时欠缺契合度，不利于科学合理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是指特定地域单元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所

有生态产品的价值，被认为是与国内生产总

值（GDP）相对应的概念。建议可通过开展

区域GEP核算、GDP & GEP双核算（如引入

GEDP=α×GEP+（1-α）×GDP），式中：α

表示GEP核算值在双核算中所占的权重比例，

取值范围为0<α<1。将核算结果落实到空间

单元，合理分级后与“双评价”成果进行叠加

分析，辅助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有助于破除“唯

GDP论”，引领绿色发展导向，充分反映市场主

体的利益诉求，协调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贯

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

展理念[28]，落实“十四五”规划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远景要求。

此外，由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具有动态

性原则，导致其初始划定倾向于尽可能小的生

态保护范围以保证城镇的未来发展，而生态功

能区定位往往范围较大。这可能会导致生态保

护红线退让城镇开发边界过多，生态保护范

围不能满足区域生态安全要求等隐患。建议可采

用如Markov模型、SD（System Dynamics）模

型、FLUS（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模

型、CLUE-S（Conversion of Land Use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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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at Small Region Extent）模型、PLUS

（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模型

等土地利用数量或空间模拟模型[29-31]，用以预测

未来一段时间内生态保护红线在区域内可能拓

展的位置和面积，反向约束当前3条控制线的划

定，避免城镇空间的过度扩张，更有助于落实区

域生态功能区定位，并为未来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的拓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在识别和解决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

态功能区定位融合困境的基础上，基于石嘴

山市上级生态功能区定位和自治区生态重

要性评价成果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一是结

合《宁夏自治区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预案》

（2020年）、《宁夏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方

案》（2020年）和《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整合优化分述》（2020年）中的自然保护

地和生态红线范围进行修正：将星海湖中域

和南域、迎河湾湿地自然公园、庙庙湖国家沙

漠湿地自然公园、贺兰山保护区范围内的3处

非保护地区等纳入生态极重要区，将第四水

源地、平罗县头闸水源地等从生态极重要区

修正为重要区。二是考虑到东部防风固沙屏

障的构建、已实施和待实施的生态修复工程

及用地条件，对黄河东部的生态保护重要性

进行调整。三是将黄河岸线内永久基本农田

保留在红线内，退耕清理侵占黄河河道的一

般耕地，其他区域永久基本农田从红线内调

出；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成果与生态保护红线

进行衔接，优先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将极重要

区内的其他冲突地类如贺兰山保护区内的工

矿用地，安排其合理有序退出。经过多次优化

调整，目前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1 647.52 

km²，占市域面积的40.43%，主要分布在石嘴

山市北部、西部的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与平罗

县的黄河岸线，涵盖贺兰山生物多样性维护、

湿地保护、防风固沙等区域，包括石嘴山市第

一、二、五水源地、星海湖湿地公园等重要生

态保护地，石嘴山市三线统筹划定方案见图

3。科学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有助于构建

以贺兰山自然保护区、黄河湿地生态带，以及

自然公园等为主体的生态空间格局，以黄河

生态廊道和次级河流廊道为主体的生态网络

图3  石嘴山市三线统筹划定方案图

Fig.3  The demarcation of ecological red line, urban construction boundary, and permanent arable 
land red line of Shizuisha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骨架，深度挖掘贺兰山和黄河生态文化内涵，

支撑国家生态保护战略和石嘴山市绿色赋能

转型发展，建设成为国家贺兰山区和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4 结论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对保障国家与区域生态

安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生态功能区，在重点

生态功能区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具有特

别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加以保护的区

域，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是“十四五”规

划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的地方实践中，承接上级生态功能区

定位时往往由于规划部门衔接性不好、数据时

效性不足或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明晰等多方面

主客观原因，使得两者之间存在融合困境。本

文以宁夏石嘴山市为例，通过分析其上级生态

功能区定位之间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

功能区定位之间存在的融合困境，从指导思

想、实施原则、出发点、尺度、实际操作中所考

虑的因素和“双评价”的困境6个方面剖析了

图2  石嘴山市生态安全格局图
Fig.2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Shizuishan
资料来源：《宁夏主体功能区划（2014）》《石嘴山市生态文明建设规

划（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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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实原因。以上困境会造成地方政府落实生

态功能区定位偏差，以及给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工作带来困难，使得生态保护实际效果受到限

制，虽定位了生态保护极重要区但红线划定时

却把该区域排除在外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后，

本文提出4条解决途径：一是积极推进“多规

合一”。创新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制，以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为依据，探索主体功能区规

划、生态功能区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实现全

域、全要素和多尺度“一本规划、一张蓝图”，

有助于减少生态功能区定位相关上级规划间

在指导思想、实施原则、出发点和尺度等因素

之间的纵向融合困难，理顺生态功能区定位

的内在逻辑与外部出口，也有助于横向协调

国土空间规划3条控制线的科学合理划定，形

成维护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区三

线”空间格局。二是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在生态功能区定位中应起到主导作用，明

确不同区域本底的生态功能定位并据此配置

公共资源，发挥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引导型

智能模式，引导市场主体根据区域生态功能定

位，充分考虑生态空间、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

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达到总体博弈均衡，有

助于解决“双评价”以及生态功能区定位在

指导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的困境。三是从分级

方法、基数转换和整体统筹3个方面提出优化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实际操作建议，提出全面

梳理和协调解决生态保护红线内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规划矿区等各类矛盾问题的指导原则和统

筹方向，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

式广泛征求各级政府意见，完善后确定生态保护

红线边界。四是综合考虑区域GEP核算、GDP & 

GEP双核算和土地利用数量或空间模拟模型等

多种分析方法，引领区域绿色发展导向，充分反

映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协调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辅助落实区域生态功能区定位和指导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为各级市县协调并承接上级生态功

能区定位、科学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供思路

和参考。

在识别和解决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

功能区定位融合困境的基础上，我们也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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